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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寫鐵幕：從電影《竊聽者》揭示後鐵幕東德人的主體及身份認同，並探討《竊聽者》
作為歷史救贖的可能性 
黃麗妍 
 
（圖片來源：http://www.imdb.com/title/tt0405094/mediaviewer/rm103649792） 
 
前言 
對於德國而言，一九八九年是一個歷史性時刻，經過四十六年分隔的德國，柏林圍牆
的倒下讓東德與西德結束，並且象徵著冷戰時期二元對立的意識形態結束，隨之而來
的是換來全新統一的德國。電影《竊聽者》（Das Leben der Anderen）以德國的鐵幕倒
下為背景，講述一個受僱於極權東德、極權情報機關 The Stasi 的秘密警察良心發現的
故事，並且於二零零七年奪得第七十九屆美國奧斯卡最佳外語片，1橫掃德國多個電影
                                               
1
 http://www.imdb.com/event/ev0000003/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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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獲得商業成就，引證電影讓觀眾得到共鳴。《竊聽者》在主流市場或主流價值
獲得成功，並非是一個偶然。 
 
本文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從電影《竊聽者》所呈現具體畫面，並藉法國精神分析學
家拉岡（Jacques-Marie-Émile Lacan）的鏡像學說拆解各角色的主體潛意識，以及導演設
置鏡頭的位置分析各角色主體與身份拉扯的曖昧，並揭示後鐵幕德國人對國族（政治）
身份認同的意識；第二部分則探討電影《竊聽者》成為對歷史事件的救贖可能性。 
 
電影《竊聽者》故事背景 
《竊聽者》設置於一九八四年至一九九五年的東德，橫跨一九八九年鐵幕的倒下。一
九八四年，男主人公 Oberstleutnant Anton Grubitz 是一位受聘於東德極權主義政權 ──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國家情報機關 The Stasi ──以極權監控的手法，管治東德。故事
主人公 Oberstleutnant Anton Grubitz 上尉，除了是一名專業且嚴謹的秘密警察外，還是
負責教授秘密警察如何質問犯人的警官。電影講述男主角 Oberstleutnant Anton Grubitz
以高度嚴密的竊聽系統對一名東德劇作家 Georg Dreyman 及他的明星情人 Christa-Maria 
Sieland 進行二十四小時全天候的監聽行動。 
 
第一部分：  
電影的符號運作──秘密警察的冷與劇作家的熱 
導演刻意把男主角與劇作家作出鮮明的對比。一位是失去人性、無情、嚴肅、細密、
冷血、冷酷、殘酷的秘密警察；而另一邊廂則是一位在東德十分著名的劇作家，他具
有浪漫、情感細膩、熱情、關愛、富同情心的特質，以及他的明星情人 Christa，一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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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艷的臉蛋、性感嫵媚的話劇演員。除了是竊聽者（男主角）與被竊者（劇作家與明
星情人）外，還有一種冷與熱的畫面對比。男主角顯示出冷酷、孤單寂寥竊聽的情感，
電影中他不多言，笑容也不多，相反劇作家與明星情人之間是充滿熱烈擁抱與跳舞的
畫面。 
 
在空間的設定上，導演也安排了兩個強烈的對比空間。男主角的家空無一人，只有他
自己，而劇作家與他情人的畫面是溫暖相擁性愛的生活片段。在佈景上，導演亦作出
一些符號安排，一個整潔且冷色調的家與一個凌亂但暖色調的家。暖色凌亂的符號展
示了具有溫暖與生活感的空間，反之冷色調整潔的空間顯出一種孤寂。 
 
（圖片來源：http://thisdistractedglobe.com/2007/11/08/das-leben-der-anderen-aka-the-lives-of-
others-2006/） 
 
故事轉捩點：秘密警察男主角的主體與身份的矛盾 
《竊聽者》的故事發展，冷與熱之間的邊界顯得模糊，這顯示於男主角的行動。導演
給予這個男主角的角色，是一名良心發現的秘密警察。電影的第一幕的空間：在教室
中，男主角在教授自己熟練質問犯人的技巧，而上課的同學正在學習如何質問犯人，
其中一個同學對男主角質問犯人技巧作出反問與質疑，認為這種質問方法並不合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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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此刻，男主角作出了一個舉動：在同學的坐位表上劃上標記。男主角的主體行動
已為往下來的故事作出引子：極權暴力國家機器的秘密警察有一個人道主義的心，作
為了主體與身份矛盾的開場白。 
 
往下來是更多細節告訴觀眾，男主角是一位怎麼樣的秘密警察。男主角在監聽的過程
中，聽到劇作家在面對友人自殺時彈出一首《獻給好人的奏鳴曲》時，劇作家說：
「你知道嗎？列寧聽完貝多芬的激情奏鳴曲後說：『如果我一直聽這首曲子，革命就
不可能成功』，那些聽過的人，我指用心聆聽的人，難道會是壞人嗎？」2在竊聽的另
一邊，男主角因聽到這首曲子而落淚。故事更鋪排男主角秘密警察身份，卻沒有完成
秘密警察的任務，劇作家打算撰寫極權統治下東德人的自殺數字文章，暪過秘密警察
嚴密監管於西德的報章發佈，以揭發東德政權的對自殺者的漠視、暴力與殘酷。政權
並不允許向大眾宣告東德自殺人數的數字。此時，男主角當然能夠從竊聽中得悉劇作
家的全盤秘密行動。 
 
男主角是什麼時候意識到自己的主體？導演繼續鋪排。在男主角聽過《獻給好人的奏
鳴曲》後，來到電梯的空間，一名天真無邪的男童問男主角：「你真的秘密警察嗎？」
他回應：「你知什麼是秘密警察嗎？」男童說：「媽媽說是會關人的壞人。」他再問
男童：「你的球叫什麼名子？」男童說：「球哪有名子？」這是隱喻地表達著，男主
角主體與身份矛盾。他的秘密警察身份就像球，沒有名子好比沒有好人與壞人之差，
                                               
2
 《獻給好人的奏鳴曲》是指激情奏鳴曲。 《獻給好人的奏鳴曲》名字是電影中為激情奏鳴曲的意義延
申，發生在劇作家的朋友把此曲送給他時，寫上獻給好人的奏鳴曲的字眼，為秘密警察是好人的劇情舖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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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警察身份如球一樣是物件，任人或政權擺佈。男童亦呼喚著男主角的主體思考：
我是誰和我是什麼等問題。 
 
可是，在劇作家籌劃文章時，男主角的對白與行動顯示了他依循秘密警察的角色行事：
男主角正在竊聽，劇作家與友人於家中舉行秘密會議，他們為了預祝劇作家的自殺文
章能順利刊登而開酒慶祝，但酒瓶蓋碰撞到男主角的竊聽機器，令男主角的耳朵受到
衝擊。隨即是節奏緊張的配樂響起，配男主角在打字機上打報告並打算交給上司的畫
面。電影的符號隱喻是男主角憤怒，因而盡責地完成身份的任務，他知道自己的身份
是一名秘密警察──一件受擺佈的物件。 
 
不過，當男主角到了上司的辦公室得知上司將會對東德藝術家作出殘酷處分時，他並
沒有呈上報告，好人主體驅使他隱瞞。男主角的行動畫面符旨是，好人主體與身份的
矛盾，令他主體分裂。他或許會問我是誰？此刻是由無意識主體到有意識主體的轉化
行動。最後，男主角當然得到了上司的教訓，受到上司的責難，皆因劇作家的文章已
經在西德成功刊登了，而男主角則被上司調職，由一個高級秘密警察變為一個在地牢
的派信員。 
 
無意識主體彰顯過程：男主角的慾望 
除了秘密警察男主角主體與身份碰撞外，主體分裂還可從他的慾望與匱乏解釋。導演
設下了慾望彰顯的畫面，男主角在竊聽的過程中遇到劇作家與明星情人性愛生活後，
一日，他回到家便以召妓滿足其慾望（性慾），召妓整個過程以極快的速度完成。當
男主角在性慾滿足過後，要求妓女留下來多一點的時間。可是妓女要立刻走。雖然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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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角的性慾得到滿足，但妓女沒有滿足男主角的要求留下來，而畫面呈現男主角在冷
色與整潔的家並補上一句：「一點半，你來不及的。」妓女拒絕留下。男主角顯得失
落。明顯電影符指是失落，並且是對愛、家的溫暖的匱乏與慾望。隨著電影的發展，
男主角與劇作家的所屬空間，加上刻意蒙太奇的辯證效果，隱喻了男主角從身份引起
的主體失落與主體慾望匱乏。 
 
拉岡鏡像主體理論 
拉岡的鏡像階段是從弗洛依德對潛意識概念的基礎出發，結合了索緒爾（F.de Saussure）
的結構主義語言學，作出潛意識建構的論調：潛意識是他人的語言，潛意識的結構就
是語言的結構。 
 
拉岡所說的鏡像階段理論描述人在六至十八個月的生命經驗。六至十八個月的孩子被
抱到鏡前時，當嬰兒在母親懷中，見到了自己的影像，卻把他當做了一個現實的事物，
自己可以與之遊玩的對象，此時還不能把自己與外界其他對象區分出來。由於此時孩
子與外界接觸的能動性只屬於眼睛（視覺）的認知，當孩子與母親的影像在鏡像出現
時，孩子未能區分母親與自己的影像。 
 
到達第二個階段，孩子能區分了自我與母親的影像，但並未能區分自我與自我的影像，
無法認識自己。而第三階段為孩子在鏡像面前辨認了自己的影像，因而狂喜地認出自
己，並開始迷戀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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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岡認為這個自戀的影像（鏡中的自我）是一種誤認，孩子以為鏡中的自己是真實的
自己，然而，這個鏡像的自我實質並不是自我，而是他者，這個他者恰好形成了自我
幻想的能指。自我把真實與虛幻混亂。 
 
拉岡把自我與他者二元對立中開展出第三條出路－主體的形成。換句話說，主體的構
成自我與他者的辦證過程產生。拉岡說主體並不是自我，是自我與他者的重叠體。而
主體的建構是在把自我想像為他人，把錯誤的他者想像為自我。 
 
當把他人想像為自我的過程中，想像的他者（幻想的能指）與真實的自我形成差距，
這個差距成為了匱乏。拉岡指這個過程出現在母親與孩子一同在鏡像前的完美結合，
並且顯示了狂喜的狀況，直至孩童發現這個假象的真實時，必需否定與母親為一體的
完美過程，形成一個支離破碎的自身，從而出現了匱乏並產生慾望。3 
 
《竊聽者》遇見拉岡：男主角從書寫劇作家的生活到主體破碎的過程 
把男主角的慾望套進拉岡的理論，我們發現男主角多重主體，而主體正正在故事的鋪
排中顯示矛盾的分裂：男主角的身份是極權主義秘密警察，可是在全天候竊聽、記錄
劇作家與明星情人的過程中，發現了自身與他者之間的差距。這引起了男主角的匱乏，
這種匱乏與「成為好人」與「愛慾對象」慾望扣連。當這個意識從男主角的記錄與書
寫中出現而發生狂喜（jouissance），男主角聽到了《獻給好人的奏鳴曲》時，男主角
感動落淚的畫面，是無意識讓他帶出一種成為好人的慾望。因此，換句話說，男主角
在竊聽、記錄與書寫的過程中，他書寫的對象除了劇作家之外，也是虛幻的自我（鏡
                                               
3
 王國芳，郭本禹（1997）：〈拉岡〉，P.69-72，P.139-140，P.142，P.162-182，生智文化事業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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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客體）。記得在電影中，男主角曾二次提及了劇作家是他的朋友，因同一價值──
社會主義連結的好朋友，呈現了男主角對虛幻自身的認同。男主角的主體在自身──
真實／秘密警察與他者──虛幻／好人重疊，主體的破碎與慾望不能達成以至主體不
能結合令男主角顯出種種失落的情緒。同時，這個過程亦印證了拉岡的論點，潛意識
的構成是語言的結構。男主角的好人慾望是從書寫中的劇作家帶出來的，這是建構的
主體。 
 
明星情人的破碎主體──作為慾望客體的否定主體 
我們不能忽視明星情人的角色。導演同樣把她描述成另一個破碎主體，而且她的主體
明顯是否定傾向。 
 
作為電影中的唯一女角色，明星情人除了是劇作家慾望的客體外，她還是男主角與同
是秘密警察的男上司的慾望客體。明星情人吸引著他們。男上司屬於社會最高的領導
層，更說她是東德瑰寶。男上司秘密警察在舞會中全神地看著明星情人，其後，男上
司找到了明星情人的把柄而威脅她作出性愛交換條件。可是，劇作家發現了情人與秘
密警察男上司的性愛關係。一次，明星情人需要外出與男上司性愛交易，劇作家希望
她不要去，劇作家告訴她不需要以性愛換取明星事業地位的穩定，可是，她還是出去
了。最後，經過男主角刻意與明星情人的巧遇，明星演員似乎明白身邊的最愛是劇作
定，離家二十分鐘便回到劇作家身邊，並進行一次真誠的性愛。後來，明星情人依舊
與秘密警察男上司進行性愛交易，而每次交易過後，回到家首要做的是洗澡，呈現出
其失落低頭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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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情況，明星情人出現了慾望，這個慾望反過來說是破碎主體的匱乏。明星情人
的慾望是能與劇作家的一心一意的愛，可是，現實的她在別人的威脅下，成為了別人
慾望的客體。這個慾望的客體是她主體的一部分，而她因不能實現鏡像中的虛幻自我，
誤認出現，並造成了匱乏，伴隨的情感是失落、灰心、錯敗，與孤獨。隨之而來是否
定主體的符號──洗澡，她否定的是慾望的客體的主體，那個背叛最愛與自己的主體。 
 
社會主義中的權貴：秘密警察男上司的慾望 
從上述各個角色可見，導演的電影框架下，他們的主體破碎而失落。這種內心張力不
單止是秘密警察男主角及明星情人。就連秘密警察男上司都顯示一種追求後的失落，
這是由於他並不能擁有慾望的客體──劇作家的明星情人。導演同樣給秘密警察男上
司兩個失落的畫面，第一個是男上司在坐駕上與明星情人發生性行為。在性行為之先，
明星情人顯示出不願意的動態，這個動態是生硬的坐著，如果出自自願，不會是生硬
的。後來，秘密警察男上司說如果你不願意，可以回去，但明星情人沒有動。這時候，
男上司帶了一點醋意與生氣的說：「我現在就是送你回去啊」，但他已在強行跟明星
情人進行性行為。第二個則是明星情人雖然明白自己的愛慾對象是誰，但她依舊與秘
密警察男上司發生性行為。但此次，導演只是用一個沒有穿著上衣、低頭並背對鏡頭
的畫面交待，這裏的電影符號明顯地指向失落感。這個失落指向了未能滿足的慾望，
是明星情人的愛。雖然秘密警察男上司具有社會地位與權力，屬於社會主義國家的資
本擁有者，但顯然他的慾望並未能夠被滿足，揭露了失落的情感。 
 
除此之外，當我們跳出了電影，把視覺轉移至攝影機位置及畫面的角度，對於主人公
的主體，我們有更多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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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的能動性──攝影機與觀看的位置 
觀眾的位置似乎與竊聽者的位置相同──觀察劇作家的生活。不過，導演的設置是男
主角看不到他人的生活，但觀眾是看得到的，而且觀眾更能看到竊聽者空間。而這個
設置表達了竊聽者男主角是劇作家視覺場景的缺席者。除此，竊聽者成為了被看者的
位置──導演刻意讓觀眾看見攝影機的存在。當男主角對地上繪畫劇作家的家，攝影
機是在俯瞰的角度，即神的位置。那是男主角位置的局限；其次是男主角聽到《獻給
好人的奏鳴曲》時，攝影機的鬼腳露出，觀眾能在畫面的結構下，看出了攝影機的移
動，而且是一個低於人類眼睛水平的視線，男主角與攝影機之間亦有物件阻擋。這種
揭露顯出一種被監測與監測者的證據。觀眾變成了監察者，而男主角是被監察者，男
主角的主體更明顯呈現於監察者與攝影機的控制之下，言外之意的電影語言是男主角
主體的能動性被受壓迫與他的局限，正好與他秘密警察的角色一樣。 
 
（圖片來源：http://www.germany.info/Vertretung/usa/en/08__Culture__Sports/01-
Film/03/Feature__3.html） 
 
因此，從主體與身份的矛盾、鏡像與真實自我的衝突引起對慾望的匱乏，以至攝影機
的絕對權力的畫面引證下，故事人物都交織著矛盾、失落、孤寂、空虛與被受壓迫的
複雜破碎主體，而這個主體與身份似乎有相融的位置，但亦有分裂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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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資料：不能說的真相 
翻查德國以往的新聞，在德國鐵幕倒下後，東德人民推行了選舉推倒社會主義，而且
全面實施資本主義政治。此刻，位於柏林的秘密警察 The Stasi 總部的秘密開始傳開，
是前東歐共產國家當中組織最嚴密的情報機構，檔案局目前藏有四千萬張的索引卡片。
4學者 John O. Koehle 於其《史塔西：東德秘密警察秘史》一書中認為，東德線人（非正
式合作者）的總人數可能接近五十萬，而據另一位匿名的前 The Stasi 上校的估計，若
將臨時線人也計算在內，則線人總數可能高達二百萬人。5這意味著每六點五個東德公
民中，便有一人為秘密警察工作。The Stasi 的名言是：「我們無處不在」。秘密警察的
嚴密監控遍佈全國。BBC（英國廣播公司）在一篇報導中曾引述一名電影放映會後的討
論，曾經歷東德極權管治的觀眾說： “Yes, this is what lived through.”而飾演秘密警察
的男主角 Ulrich Mühe 亦表示，他的情人正正是秘密警察。6 
 
可想而知，東德人隨了受到極權的暴力外，還受著被親友背叛、出賣，隨之而來是不
信任、懷疑、憤怒與憎恨的情緒。不過，難道鐵幕倒下，東德人這些被受壓抑的情緒
不可以釋放嗎？這顯然不是，假如任何一個組織單位隨意在公眾場合討論秘密警察或
建立有關秘密警察的論述，會很容易導致家庭破裂或糾紛出現。因此，歷史事件讓德
國人背著沉重的傷痕，而傷痕卻是個不能說的真相。 
 
觀眾對電影《竊聽者》的認同 
                                               
4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3537 
5
 John O. Koehle.1999. Stasi: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East German Secret Police: The United States. Westview press 
6
 http://news.bbc.co.uk/2/hi/europe/4919692.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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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竊聽者》在二零零七年奪得美國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以及橫掃德國各電
影獎項。《竊聽者》作為第一部由德國出品而且有別於電影《再見列寧》的社會主義
生活的奇幻視覺，它呈現是極權政治下秘密警察的位置。而且，《竊聽者》亦刻意在
設於柏林的秘密警察總部拍攝。這是第一部由德國人處理秘密警察的歷史電影；同時
亦有德國人指出它是第一部能準確呈現秘密警察的電影。7 
 
電影院與電影的特定設置，讓觀眾的眼睛返回了拉岡的鏡像學說。當觀眾坐在電影院
時，觀眾只能運用眼睛去觀看，就正如六至十八個月的孩子只能以眼睛（視覺）認知
世界。當觀眾在鏡像的效果之下，男主角作為了鏡像客體，令觀眾的誤認產生，凝視
（gaze）作用下，男主角或劇作家或明星情人都是觀眾的主體。 
 
既然《竊聽者》讓觀眾帶來認同，那麼，電影是否為後鐵幕東德人的過去經歷的沉重
創傷帶來什麼意義？以下是本文的第二部分，探討《竊聽者》能否作為後鐵幕東德人
歷史的救贖。 
 
第二部分： 
導演安排的結局 
在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倒下的鏡頭之先，明星演員因被秘密警察的追問下，出賣了自
己最深愛的人。她把劇作家收藏的罪證供給了秘密警察，而她本身亦是一名被收賣的
秘密警察。同時，在四十八小時的追問後，她回到家中，否定主體的符號出現了──
她洗澡。這個時候，劇作家的家被秘密警察搜索，這時明星情人因內疚而衝出馬路自
                                               
7
 http://news.bbc.co.uk/2/hi/europe/4919692.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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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死了。畫面的符旨是明星情人對主體否定，所包含的情緒是自責、內疚、對自己行
動的痛恨。自殺是不讓多重主體受到張力拉扯引起的碰撞而受傷害的解決方法。 
 
至於劇作家在痛失至愛後，柏林圍牆倒下了。東德人與西德人不再分隔。同時，劇作
家的創作靈感因沒有被壓迫的匱乏與慾望而失去，帶來主體的空虛。不過，後來他在
同一場合遇見秘密警察男上司，得悉自己一直被監控，隨即到收藏秘密警察的文件機
構中，發現那位秘密警察男主人公的人道心腸與明星情人的主體破碎的絕望，故此又
激起了他的靈感，出版了一本關於男主角的書。 
 
而電影最後一幕：男主角發現自己成為了劇作家書中的主角，書的命名是《獻給好人
的奏鳴曲》，而第一頁寫了：這本小說𧫴獻給代號 HGWXX/7，並致上最深的感激。此
刻，男主角跟書店的收銀員說：「這是我。」，大團圓結局。 
 
歷史是過去的表述 
電影敘事最終的發展是大團圓結局，男主角的破碎主體得到和解：男主角的分裂主體
經過劇作家以出版他的故事並奉上感激而得到肯定。而劇作家的出版行動是對秘密警
察作出寬恕。然而，歷史卻是對過去的表述，並一同踏進歷史進步觀之路。華特．班
雅明在《歷史哲學論綱》中，以黑格爾的辯證法思維發展出歷史進步觀所產生的歷史
唯物主義。班雅明在〈歷史哲學論綱〉（下文稱〈論綱〉）（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一九四零年）一文中提及了廢墟的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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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進步主義以時間──年、月、日、分、秒記載過去，把人類的文明以線性方式
「過去、現在、將來」表述，班雅明則形容這種表述是建基於同質性、空洞的時間觀
念之上（homogeneous, empty time）。這種時間觀念下的歷史變得機械化，這種時間觀
念嵌入現代人的意識，而且不證自明。班雅明在〈論綱〉命題十三裏寫道：「如果撇
開在一種同質的、空洞的時間中的進步概念不談，人類的歷史進步概念就無從談起。
對人類進步概念的任何批判，都必須以對前一種進步概念的批判為前提。」因此，班
雅明認為「過去」與「歷史」的概念作出區分，「歷史」是對「過去」的一種表述。
那麼，誰人以「歷史」表述過去？班雅明在〈論綱〉提及，這種歷史觀是建基於歷史
的勝利者，命題七寫道：「歷史主義者究竟要移情於誰？答案當然是勝利者。而所有
的統治者都是前代征服者的後裔。因此，移情於勝利者不可避免地會有利於當下統治
者。」歷史進步觀是統治者及依附其政治或經濟理念所寫的歷史，顯然並不是過去的
全部。因此，班雅明以瑞士畫家 Paul Klee 的水彩畫《Angelus Novus》，把壓迫者的歷
史形容為廢墟。廢墟所指的是壓迫者的過去碎片，而且隨「歷史進步」而不斷堆積，
班雅明說：「在我們看來是一連串事件發生的地方，他看到的只是一場災難，這場災
難不斷把新的廢墟堆積到舊廢墟上，並將它們拋到他的腳下。天使本想留下來，喚醒
死者，彌合破碎。然而一陣颶風從天堂吹來，擊打著他的翅膀；大風如此猛烈，以至
於天使無法將翅膀收攏。大風勢不可擋，將其裹挾至他背對的未來，與此同時，他面
前的殘骸廢墟卻層累疊積，直逼雲天。這場風暴正是我們所稱的進步。」8 
 
電影的出品年份是二零零六年，柏林圍牆倒下是一九八九年。在這段十多年的時間裏，
在歷史進步觀的思維底下，歷史的論述成為了勝利者的一方──西德／資本主義陣形
                                               
8
 馬國明，《班雅明》，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8，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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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力。反之，過去的種種失敗經驗，創傷的壓迫者無法在歷史勝利者的論述霸權中
得到任何位置。就這些曾被管治的東德人所經歷的壓迫過去被收編為德國統一的勝利
者的歷史之中，他們沒辦法重提過去，並且更是個不能說的真相。那麼，東德人帶著
對過去的情感包括孤獨、冷酷、懷疑、出賣、背叛、失落、憂鬱的破裂主體來到德國
的統一腳前。 
 
《竊聽者》作為對歷史的救贖的可能性，是天使的哀悼還是救贖？ 
傅柯曾指出：「可以粗略地宣稱，人文科學的東西可以稱為話語的自我體系。」9即一
切人文學科所作出的意義，而電影、歷史與論述均建立在話語與影像的符號之上。對
傅柯而言，主體是論述的產物，10當主體位置透過某觀點或一組規範後的論述意義，使
論述產生意義。因此，無論是自我與身份還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二元對立政治體
系，導演都使用了攝影機、影像與說話的絕對權力，再加上觀眾認同鏡像反射的主體，
並配上導演於電影的結局而最終得到和解。 
 
而酷兒理論家海澀愛在〈毀壞的身份認同〉一文，引述傅柯：「在討論尼采時，傅柯
針對兩種看待歷史的取徑，救贖系與療癒系做出以下的區分：藉由系譜學引領歷史目
的並非挖掘我們的身份認同，而是為了讓身份自身進行散逸。這樣的歷史目的並非為
了定義我們發源的獨特入門處，形上學允諾將會回返的故土。它所追尋乃是讓所有在
我們眼前的支離破碎得以現形。救贖系的歷史取徑是基於我們需求鞏固現狀身份認同
所使然，也就是我稱呼為堅定正面的歷史之近親：藉由尋找過往驕傲與抗拒的時刻，
因此得以確認現今同志的身份認同。剛好相反地，療癒系的歷史取徑所追逐的是過往
                                               
9
 楊大春，《傳柯》，生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8，頁 49。 
10羅世宏譯，Chris Barker 著，《文化研究理論與實踐》，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頁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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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非連續貫性的支離斷片』，藉以擾亂現狀身份認同的穩固性它的理所當然。」
11 
 
因此，電影《竊聽者》正是療癒系的歷史敍述：大團圓結局後，過往「非連續貫性的
支離斷片」成為了穩固現狀的身份認同。觀眾的身份藉電影的反射得到了認同，並穩
固了。《竊聽者》讓觀眾去擺脫了過往的破裂主體，並且給予一種新的主體與身份的
意義。 
 
故此，這是一種哀悼，對過去的失落主體作出新的意義詮釋。朱迪斯巴特勒在〈失去
之後，然後怎樣〉一文曾引述班雅明：「哀悼是種心靈的狀態，在這個狀態中情感以
面具的形式使空虛的世界復甦，並在對空虛世界中衍生出謎樣的滿足。所有的情感或
感覺都必然與一個先驗的對象有關，而這個先驗對象的再現為這個對象的現象學。由
是，哀悼的理論，再清楚不過地是作為悲劇理論的附屬物同時出現，它只能在對世界
的描述展開，而世界正是在憂鬱者的凝視中才得揭露。世界是透過了一種戴面具的形
式和方式復甦，不只是面具，而是透過戴面具的形式，以及戴面具的結果。戴面具並
不就是隱藏，因為失去無法挽回，但它標記了這無可復得的失落，同是永恆的失落也
使荒廢世界得以重新。」12 
 
電影亦對哀悼作出詮釋，這或許是導演的刻意表達：當柏林圍牆倒下，劇作家的明星
情人死了，劇作家固然心痛，同時他也失去了創作的動力。在未發現秘密警察男主角
                                               
11
 海澀．海著，洪凌譯，〈壞毀的身份認同〉，收編於《憂鬱的文代政治》：蜃樓股份有限公司，
2010，頁 230。 
12
 朱迪斯．巴特勒著，鄭聖勳、翁健鐘譯，〈失去之後，然後什樣？〉，收編於《憂鬱的文代政治》：
蜃樓股份有限公司，2010，頁 378-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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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良心之前，他沒法從寫作進行哀悼以「重新出發」（當然他最後能從自身的書寫行
動成功地進行哀掉，並且重新出發）。一天他到了劇院看話劇，劇中對白說：「為何
這些影像都離不開我，阿連娜，我們回家哀悼吧。」這一句觸動了劇作家的心，原因
是明星情人亦曾經在舞台上說過這句對白，因此他立刻離開了劇院，這反映劇作家對
過去依舊未忘，劇作家需要對過去進行哀悼，包括他所失去而沒法挽回的東西，除了
是明星情人，還有理想的社會主義世界。哀悼能作為對過去重新出發的意義，但結局
卻是導演讓劇作家與秘密警察的哀悼完美地發生，觀眾亦認同了電影結局的完美哀悼，
並且納入歷史進步觀的線性時間上，一起為資本主義、消費主義、所謂文明社會「重
新出發」。 
 
同時，電影《竊聽者》對過去的歷史事件重新詮釋並且固定，成為勝利者德國歷史的
共同國族記憶，以班雅明的說法，壓迫者本來能夠透過《竊聽者》移情，卻突如其來
的風暴，代表著天使的電影《竊聽者》卻被挾至他背對的未來，一同放進歷史進步觀
之中。廢墟依舊不斷地累積。文化研究學者霍爾亦指出，與其將國族文化看成統一，
我們應該把它們看作是一套將差異再現成統一的論述。它們因深層的內部分化與差異
而有極大的出入，只有透過各種形式的文化權力的施展而獲得統一。（Hall, 1992b :297） 
 
突如其來的風暴 
因此，我們更不能忽視德國政權的主導性。在鐵幕倒下後，德國政府作出了種種對過
去的修正以便統一。從文件《面對、接受真相：統一的德國如何處理共產的過往》13中
可見德國政權在法律、政治政策、設立記念館等等。其主要內容都根據面對真相與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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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undesstiftung-aufarbeitung.de/uploads/2014-pdf-publikationen/coming_to_terms_chinesetraditio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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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現實去處理共產的過往。這正好與電影《竊聽者》的和解意義相融。阿圖塞
（Althusser Louis）在《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指出，國家機構、法庭、監獄、軍隊等等，
具有鮮明的統治與暴力特徵。而往往政權的統治不能單靠國家機器實踐，還確立意識
形態國家機器，這主要包括宗教、教育、家庭、法律觀念、政治、媒體與文化。意識
形態國家機器與國家機器的區別在於，它具有非暴力的特徵，具有隱藏與象徵的特點。
國家得以順利統一或轉化，提供一種合法的表述，建立一個生存與想像性的完美關係。
14因此，電影《竊聽者》順利地成為德國政權統一工作中的棋子，並一同納入勝利者的
歷史中。 
 
結語──歷史的救贖在哪？ 
過去的失去或倖存者的創傷經驗來說，失去並不能再現，和解或許不存在，而對於他
們來說檢視「過去」並且「重新出發」最為關鍵。重寫與表述或許能成為一種哀悼，
讓創傷的身驅能「重新出發」。可是，電影《竊聽者》對鐵幕的重寫及其結局的表述，
卻是鋪陳於德國的統一的勝利者的歷史之上，為東德人打造了全新的國族身份與記憶
迎接國族未來，歷史進步觀的線性時間成為了對創傷者或壓迫者的暴力，種種個體回
憶與過去被收編後，隨之而來卻可能是創傷者的憂鬱或犬儒的交織破碎主體。假如歷
史的救贖並不是末世論，那麼可能會發生在創傷或壓迫者自身哀悼後的「重新出發」。 
 
參考資料：  
                                               
14
 Althusser, Louis. 1971.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 
 
1.網站 IMBD: http://www.imdb.com/event/ev0000003/2007 
2.林育立，網站《想想》：http://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3537 
3.Ray Furlong, BBC correspondent in Berlin Stasi film breaks with nostalgia 
http://news.bbc.co.uk/2/hi/europe/4919692.stm 
4.《面對、接受真相：統一的德國如何處理共產的過往》： http://www.bundesstiftung-
aufarbeitung.de/uploads/2014-pdf-publikationen/coming_to_terms_chinesetraditional.pdf 
5.王國芳，郭本禹：《拉岡》，生智文化事業出版社：台灣，1997。 
6.馬國明，《班雅明》，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台灣，1998。 
7.楊大春，《傳柯》：生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台灣，2008。 
8.羅世宏譯，Chris Barker 著，《文化研究理論與實踐》：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 2010。 
9.海澀．愛著，洪凌譯，〈壞毀的身份認同〉，收編於《憂鬱的文代政治》，蜃樓股
份有限公司：台灣，2010。 
10.朱迪斯．巴特勒著，鄭聖勳、翁健鐘譯，〈失去之後，然後什樣？〉，收編於《憂
鬱的文代政治》：蜃樓股份有限公司，2010。 
11. John O. Koehle. 1999. Stasi: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East German Secret Police: The United 
States. Westview press 
12.Althusser, Louis. 1971.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